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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社交媒体时代，图像符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和增殖趋势，网络围观主体上体现为视觉围观，相应地

也产生了“图像社交”这一新兴的视觉实践命题。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图像域”的兴起，奠定了图像社交的总体媒

介学语境及其发生学基础，即社会运行的媒介逻辑存在一个深刻的“图像之维”。从广播电视到互联网，再到如今的

新媒体，媒介技术的演进过程制造了不同的图像形式，也形成了不同的图像社交形态。在以观看为治理模型的“视觉

治理”体系中，人们在社交网络中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数据，而这些数据又同步进入一个自上而下的巨大的监视网

络。最终，作为社交网络中的生产型消费者，人们困于自己制造的数据“囚牢”中，动弹不得，这或许是大数据时代

“信息茧房”的另一层含义。

【关键词】图像社交；图像域；短视频；视觉治理术；视频转向

图像社交的兴起及其“视频转向”*

刘   涛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0）的阶段性成果。

朋友圈意味着一个极为真实的“生活空间”，人

们在这里记录生活点滴，有意或无意地经营着自己的

形象、人脉和圈子。那些或文字或图像或视频的自我

展示，最终书写了“微时代”被广泛讨论的两种文化

形式：一是“晒文化”，二是“窥视文化”。①“晒

文化”确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视觉意义上的围观结

构——有人居于视觉的中心区域，从而获得他人的目

光关注。在鲁迅那里，围观意味着一种“底层的冷”，

而社交媒体则将围观转换为一种日常生活。围观加速

了信息的聚合与流动，从而制造了社交网络形成与变

化的视觉中心。围观的深处，涌动的是一种巨大的能

量——无论是政治动员，还是社会抗争，围观都提供

了一个基础性的动员模型。

2010 年，新浪微博横空出世，人们进入“微博

元年”。当社交媒体释放出巨大的话语空间，言论权

力开始“下沉”，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力，

“微时代”序幕由此拉开。那一年，“李刚门”事件、

江西宜黄自焚事件、唐骏“学历门”事件等一系列公

共议题经由微博发酵与传播而成为网络公共事件，人

们在群体性的围观中见证着底层的力量。当年，《新

周刊》的年终盘点推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封面故事，

也是对社交媒体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礼赞。当围

观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进一

步思考的问题是：人们究竟在围观什么，围观又是如

何形成的？

一、视觉围观与社交平台的“图像事件”
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围观方式，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围观往往携带着更多的仪式内涵，这使得新媒体仪式

被悄无声息地生产出来。尽管“围观”是媒介仪式形

成的基础结构，但传统的媒介仪式和新媒介仪式则呈

现出两种不同的围观逻辑，具体体现为注意力的生产

和流动结构的差异。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机构牢牢地

控制着“媒介事件”的生产方式，也主导了注意力的

生产、分配和管理。人们观看什么、以何种方式观看，

根本上取决于大众媒介在生产什么。由于媒介对注意

力的绝对垄断和支配，所谓的媒介仪式意义上的“注

意力流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向媒介流动”。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将以

电视为代表的社会围观视为一种“节日电视”，乃至“文

化表演”。正如戴扬和卡茨所指出的，在电视主导的

围观结构中，“观众把它们看作一种邀请——乃至一

种指令——停止日常惯例来参加一项节日体验。”②

实际上，将生活转换为一场叙事，这是任何媒介仪式

生产的符号基础。具体来说，“媒介事件”的形成源

于媒介本身的表演行为，而表演的基本思路就是重新

建构事件的叙事系统，定义并勾勒媒介文本的边界，

进而赋予其一种礼拜式的意义语境。③简言之，围观

生成的逻辑前提是对事件进行戏剧化和虚构化处理，

使其具有捕获公众注意力的围观潜力。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由于话语权的相对“下沉”

以及群体传播的兴起，特别是图像符号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生产趋势，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围观主体上体现

为视觉围观——围观的动力基础是图像传播，网络集

群行为往往因图像而起，也因图像热度的减弱而散。

尽管说媒介仪式生产的符号基础是“媒介事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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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新媒体仪式形成的标志性符号形态是

“图像事件”。无论是微博空间的公共议题构建，还

是微信朋友圈的集群行为，公共围观实际上是在图像

基础上发酵并延伸的。纵观朋友圈脸萌头像、美拍微

视频、军装照年代秀等极具代表性的新媒体仪式，视

觉围观存在两个基本面向：一是社交面向，二是图像

面向。

然而，社交媒体时代的围观处于永不停息的聚合、

驱赶、转移、再造的生产状态之中。当人们以“分享”

的名义重新组织和编辑日常生活的呈现方式，朋友圈

无疑提供了一个“晒文化”得以存在并形成的“围观

场所”。如果我们将朋友圈视为一个“日记式”的个

人空间，那便远远低估了社交媒体在公共性问题上的

想象力和生产力。具体来说，朋友圈模糊了私人空间

和公共空间的界限，这使得它在两个“平行宇宙”里

都“大有作为”——由于社交媒体与生俱来的“关系

属性”，那些原本私密的内容逐渐超越了其原初的“阅

读方式”，开始沿着特定的“社交语言”进入他人目

光的视域之内。而一旦这种目光汇聚效应呈现出一定

的密度和能量时，一个标准的“围观结构”便产生了。

当朋友圈重新定义并影响着主体的“存在方式”，并

深刻地组织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时，我们已经很

难区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

实际上，围观，作为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流动的核

心动力装置，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曼纽尔·卡斯特所说

的“流动社会”的重要特征。卡斯特认为，当代社会

的核心性质是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

要素，流动还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和象征生活

之过程的表现。”④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

中将流动性上升为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流动不仅被

视为社会运行的语言，也被视为意义形成和表征的源

泉，一切都处在永不停息的流动之中，生生不息。鲍

曼所强调的流动，并非指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创新，而

是在“生活政治”（life-politics）层面谈论流动，实

际上强调的是生活方式的流动。流动的宿命和后果，

就是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系统性的“液化”状态。鲍曼

断言：“‘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社

会’，从‘政治’转移到‘生活政治’——或者说，

已经从社会共处（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观层次转

移到微观层次。”⑤流动，既是把握现代社会本质与

规律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也是现代社会最具标志

性的一种社会状态。流动，组织了信息的存在方式，

也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同时酝酿着巨大的

社会能量。当流动过程表现为一种聚合逻辑或呈现出

一种向心结构，围观便产生了。显然，流动和围观是

两个内在关联的分析概念，二者深刻地嵌套在彼此的

阐释结构中——围观“通过流动的方式”得以实现，

而流动的动力体系则存在一个基础性的围观装置。

二、“图像域”：图像社交的发生学
社交，是人类生存的原始需求，只不过新媒体

重新定义了人类社交的方式和形态。从媒介考古史

来看，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存在一

个漫长的社交史。人们依赖何种媒介进行交往，以

及如何审视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

问题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媒介史学问题，而是上升为

一个与社会史乃至人类文明史密切关联的媒介学问

题。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立足于媒介学的史

学观，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三个媒介域，分别是以文

字为媒介的“罗格斯域”、以印刷为媒介的“书写域”、

以视听为媒介的“图像域”。

具体来说，“罗格斯域”代表神学时代，“上帝

口授，人类记录，然后人类再去口授”，从传播功能

来看，“人类精神没有发明，它只是传递一个收到的

真理”；“书写域”的标志性起点是活字印刷的发明，

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时代，其特点是“图像从属

于文字，作者（还有艺术家）的出现好比真理的担保，

资料丰富，创作自由”；“图像域”代表的是视听媒

介兴起后的电子媒介时代，图像逐渐主导了交往的内

容和介质，“可见实际上是权威，同过去被普遍认可

的无所不在的看不见的伟大（上帝、历史或理性）形

成对比”。⑥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

从媒介技术的视角来理解和认识社会的认识论，其潜

在的逻辑假设是：任何一个媒介域，都存在一种主导

性的传播工具和媒介载体，“那是它的基础、它的骨

干”，而三个媒介域之间存在一个文明演进的历史过

程，“一个特定的媒介域消亡导致了它培育和庇护的

社会意识形态的衰退，使这些意识形态从一个有组织

的活体力量衰变为幸存或垂死的形式”。⑦德布雷从

战略场所、群体理想、精神等级、源流控制、认同神

话、个人地位、社会领导的统一性等维度出发，分析

了三种媒介域的时代内涵及其差异。实际上，三种媒

介域的区分仅仅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分类模型，任何

一个媒介域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同时具有历时和

共时的双重属性。⑧从人类传播与交往的历史来看，

只有将“图像域”置于与“罗格斯域”和“印刷域”

的比照结构中，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

图像主导了我们的交往方式，同时也铺设了视觉文化

时代的符号系统，人类的社交方式呈现出什么新的特

点、形式与内涵？

“图像域”意味着图像成为媒介的中心，社会运

行的媒介逻辑存在一个深刻的“图像之维”，即我们

可以在图像维度上接近并把握人类交往方式的符号形

式与文化变迁轨迹。如果说“罗格斯域”时代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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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赖于语言和文字，“图像域”则转向了不断增

殖和繁衍的图像符号。实际上，图像依然是一个比较

宽泛的概念，只有理解具体的图像形式，我们才能真

正把握建立在图像维度上的交往形态。克里斯托夫·武

尔夫在《人的图像》中概括了三种图像形式，分别是

作为神秘的表现性图像、作为模仿的表征性图像、作

为技术的仿真性图像。⑨在武尔夫论及的三种图像形

式中，作为波德里亚所说的拟像的视觉来源，“作为

技术的仿真性图像”实际上是“图像域”最主要的图

像形式。仿真性图像是光电技术的产物，其平面性、

光电性、微缩性特点决定了“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

虚拟的、迷惑性的世界正在蔓延”，而虚拟世界的“扩

张”也正在“将‘其他’世界纳入其中”。⑩也正是

在仿真性图像的生产、流动、增殖与扩张体系中，“图

像时代”成为一个合法的话语概念。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尽管说“图像域”中弥漫着各种图像符号，但真

正具有生命力、流动其中的符号形式是形象。形象既

可以指被文化接纳的物质实体，也可以指精神想象的

认知实体。纵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诸多新媒体仪式，

图像的狂欢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图像，不仅构

成了自我呈现的主体符号形式，也构成了社交平台上

“窥视文化”得以形成的主要观看对象。离开图像这

一基础性的媒介，很难想象公共围观何以生成，也难

以想象社交关系何以维系。

三、从图像到短视频：图像社交的“视
频转向”

尽管德布雷将“图像域”的起点界定为电子媒介

的兴起，然而“电子媒介时代”的图像形式和媒介工

具依然存在一个可供识别的演进轨迹。从广播电视到

互联网，再到如今的新媒体，媒介的技术化过程制造

了不同的图像形式，也形成了不同的图像传播逻辑。

因此，我们需要对不同媒介语境下的图像形式与传播

内涵进行分析，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图像社交的“出场”

及其演进过程。根据媒介工具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图

像简单区分为三种图像形式——电视图像、互联网图

像、新媒体图像。

电视图像的生产高度垄断在媒介机构那里，所谓

的图像社交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中介化的“准社交”——

由于广播电视图像生产极为严格的时间和空间要求，

社交行为更多地体现为经由“观看的仪式”所形成的

中介化社交活动。对于家庭空间与家庭关系而言，电

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闯入者”，但它又以一种极度

投缘的方式改写着自己的面孔和语态，最终成功地进

驻家庭交往结构的中心区域。1993 年，《东方时空》

的开播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一种新的

生活节奏与方式开始与电视图像实践密切联系在一

起。当电视进入家庭，家庭空间的视觉中心开始让位

于电视这一电子“新宠”，客厅因此成为一个相对开

放的类公共空间。人们围着电视一起观看节目，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随之形成——《新闻联播》、春节联欢

晚会、大型新闻直播等电视图像的仪式化生产，进一

步加剧了家庭实践的交往仪式；谁掌握了遥控器，谁

就掌握了话语权，频道切换的图像流动背后，诉说着

一个家庭的权力结构及其变迁过程……与此同时，虽

然电视图像的生产管道链接的是家庭空间，但同样深

刻地影响着公共舆论空间。当我们在谈论电视媒介的

议程设置问题时，就已经肯定了电视图像生产对于公

共交往的重要意义。

互联网图像实现了点对点的传播，个体与机构、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图像交换成为可能，从而确立了图

像社交的雏形。从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 Web1.0 到以

论坛、博客、即时通讯为代表的 Web2.0，互联网图

像逐渐从一种单向的机构分发模式走向了多元的交互

流通模式。如果说 Web1.0 时代的图像携带着更多的

机构属性和权威话语，Web2.0 则打破了机构对互联

网图像的垄断地位，图像的生产权进一步“下沉”，

个体之间的图像互动成为可能。

新媒体图像集中体现为以微博、微信、抖音为

代表的社会化图像形式，其特点就是携带着更多的用

户属性和社交属性，从而使得图像社交成为一个逼真

的命题，也成为人们一种普遍而深刻的交往形式。由

于传播逻辑的根本性变化，不同于电视图像和互联网

图像，新媒体图像主体上体现为一系列用户生产内容

（UGC），个体表达的自由性在图像维度上完整地实

现。今天社交媒体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一个由粉丝

数、阅读量、点赞量、评论数、转发数等指标铺设的

数据游戏，其与生俱来的属性和特点就是“亲图像，

远文字”，如微信朋友圈的默认设置就是发布图像。

微博诞生之初，明确设置了 140 字的文字上限，同时

提供了图像发表功能，由此形成了社交媒体平台上极

为常见的语图结构和互文关系。这里的图像，已经不

单单作为文字的“附属物”出场，而是在信息量、消

费性、注意力等多个维度上书写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图

像想象力。如果说微博、朋友圈的图像形式主体上是

图片，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 App 则直接转向

了短视频领域，图像社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产趋势。

腾讯极力推广的微视 App 也体现出新媒体时代社交观

念的变化，即图像社交的“视频转向”。

四、观看的历史与“视觉治理术”
显然，图像社交的本质是视觉社交，而视觉逻辑

的中心问题是观看。为了接近社交媒体时代图像社交

的游戏规则，我们有理由重新回到“观看”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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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伦特那里，无论是对于观看者还是被观看者而言，

观看都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因为“被看见”是个体

进入公共生活的基础。相应地，公共领域存在一个普

遍的视觉向度。萨义德的后殖民话语对此给出了截然

相反的理论回应。观看是一个与主体性密切关联的生

产实践，而建立在观看意义上的想象铺设了身份认同

的视觉逻辑。正是在人们对他人的观看结构中，“他

者”作为一个想象性话语被悄无声息地生产出来。再

反观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话语，观看，甚至连同目光一

起，都被裹上了悲观的阴影。福柯的“敞视圆形监狱”

更像是通往视觉控制的空间隐喻。这里的观看已经不

再是简单的主体想象方式，而是技术逻辑支撑下的控

制——在他人的目光压力下，个体被迫调适自我的状

态、位置和显现方式，以迎合那些躲在暗处的旨趣、

意志和欲望。如果说福柯设想的“敞视圆形监狱”的

观看模型是“少数人看多数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公

共围观则直接制造了一种新兴的观看结构和图景——

“多数人看多数人”。人们在这里收获他们的目光关

注，也同样在一种目光的“对视”结构中获得更大的

认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身处“多数人观看多数人”的“共视社会”，当

我们在彼此的观看结构中不断表达和展演，另一双自

上而下的眼睛也从没有停止观看，他小心翼翼地打量

着围观结构中的一举一动，同样借助观看的方式酝酿

着更大的社会治理命题。就“观看”的逻辑而言，当

前社会无疑笼罩着一张巨大的“观看之网”——观看

不仅意味着光学意义上的“看见”，而且被赋予了各

种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意义，最终逐渐成为社会

“治理术”的一部分。这里的“观看”实践，既体现

为各种天罗地网式的监控装置，也体现为诸多无所不

能的预警系统，还体现为一系列被制度化了的登记、

验证、追踪方案，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尝试将客体从

黑暗状态、未知状态、反社会状态中“解救”出来，

使其进入权力目光的观看视域，成为一个透明的、可

见的、不设防的观看对象。当个体进入一种观看结构，

接受他人目光的任意雕饰、想象与管理，他便失去了

主体意义上的自由。电影《速度与激情 8》将这种建

立在观看维度上的“视觉治理术”演绎到了极致。电

影中最大的“敌人”是一种被称为“天眼”的监控系

统，而英雄们的“出场”则是为了摧毁这套监视人、

管理人的“视觉武器”。“天眼系统”实际上是一套

由交通、银行、安检、手机等摄像头构成的“监视矩

阵”。它利用特殊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动态调取全

球任何联网的监控摄像头和手机音视频数据，再根据

大数据和人脸识别技术，将一切“视线之内”的人都

完整地置于这套监视体系之中。因此，一旦有人获取

了“天眼”的权限，就可以整合全球的数据资源，动

态追踪目标对象，实现精确打击。

如果我们将这种“视觉武器”仅仅视为来自好

莱坞的想象方式，那的确是远远低估了现实的想象

力——频频爆出的“张学友演唱会捕捉逃犯”新闻事

实，离不开一整套监视装置的“神助攻”。实际上，

张学友之所以会成为“逃犯克星”，真正的幕后“狙

击手”是一套具有人脸识别能力的视觉监控系统——

“天网工程”。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升级版本”，“天

网工程”意味着另一种观看系统——图麟科技近期公

开的“天网”系统，可以实现 1 秒之内完成 30 亿人

次的人脸比对，且精准率达到 99.8%。11 2015 年 9 月，

国家发改委、中央综治办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的若干意见》，“雪

亮工程”开始面向全国推广。意见指出，到 2020 年，

我国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

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其中重

点行业、领域涉及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资源联网率达

到 100%。

当人们在社交网络的视觉围观结构中源源不断地

制造出各种数据，这些数据也同步进入一个更大的观

看结构和监视网络中，人们被迫接受权力目光的垂直

观看，成为一个个不设防的技术分析对象。最终，作

为社交网络中的生产型消费者，人们困于自己制造的

数据“囚牢”中，动弹不得，这或许是大数据时代“信

息茧房”的另一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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